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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 2003—2019 年全球 71 个国家的数据,系统考察母国工业智能化与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

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一国工业智能化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 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

检验和因果识别检验后仍然显著。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生产率、市场需求是工业智能化影响制造业绿地投资的重

要渠道。 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智能化的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促进效应还会传导至产业链的上下游行业。 异质性

分析结果表明,当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来源行业生产成本较高、投资目的国市场规模较大以及母国与投资目

的国地理距离较小时,母国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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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制造业绿地投资持续低迷。 2003—2019 年,制造业绿地投资项目由 3
 

176 项下降至

3
 

069 项。 随着全球工业智能化浪潮的兴起,有学者提出,智能制造引发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

将重塑全球生产网络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驱动力[1-3] 。 但对于工业智能化是否会引致制造业回流发达

国家,从而减少制造业绿地投资项目,尚存争议。 一方面,德贝克等(De
 

Backer
 

et
 

al.,2018) [1] 、邦菲廖利等

(Bonfiglioli
 

et
 

al.,2021) [4]基于国家层面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智能化生产引致许多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将

其生产环节回迁母国,从而导致绿地投资水平下降。 例如,运动用品制造商阿迪达斯相继在德国、美国等建

立“极速工厂”,不同于其在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线,这类工厂使用 3D 打印、机器人剪裁等智能制造

技术进行生产。 富士康公司,苹果手机的主要电子零件供应商,在 2014 年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建立了以使

用工业机器人为主的生产线。 另一方面,霍尔沃德-德里米尔和纳亚尔(Hallward-Driemeier
 

&
 

Nayyar,2019)
使用行业层面的数据,发现智能化生产促进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5] 。 斯特普尔顿和韦布

(Stapleton
 

&
 

Webb,2020) [6] 、阿尔图奇等(Artuc
 

et
 

al.,2018) [7]分别使用企业及行业层面的数据发现工业智

能化水平上升会带来海外生产活动的增多。 不仅如此,智能制造技术降低了地理距离对企业选址的约

束[8] ,以及对生产率的提升效应[9]将对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的再配置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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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工业智能化的发展将如何影响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 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拟使用 2003—2019
年全球 71 个国家行业层面的数据及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提供的工业机器人数据,从制造业绿地投资视

角对工业智能化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深入考察工业智能化如何影响一国的制造业绿

地投资水平。 结果表明:总体上,一国工业智能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且这一结论

在使用工具变量、替换被解释及解释变量、增加控制变量等方法后依然稳健。 进一步,本文研究发现:第一,
工业智能化通过提高生产率及市场需求影响制造业绿地投资水平;第二,投资来源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投资

来源行业的生产成本、投资目的国市场规模以及投资目的国与投资来源国的地理距离会使得工业智能化对

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的影响产生异质性;第三,工业智能化的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促进效应还会通过中间

品市场传导至产业链的上下游行业。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 ( 1 ) 丰富了关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 邓宁和伦当 ( Dunning

 

&
 

Lundan) [10] 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及小岛清( Kojima,2000) [11] 的雁阵模型理论分别从微观企业与产业转移

的角度阐述了“走出去”行为,本文进一步将工业智能化纳入到理论框架之中,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在当代的适用性进行探讨。 (2)丰富了关于工业智能化海外生产效应的研究。 既有研究大多集中于讨论

智能制造对发达国家海外生产活动的影响[3,6]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生产活动不断增多,其工业智能化

水平也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此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海外生产的内在驱动力存在明显差异,
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纳入对丰富此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本文使用时间跨度更广、同时包含发

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的研究样本,从制造业绿地投资的角度对智能制造的海外生产效应进行了探讨,并
在此基础上,对以往文献中鲜少涉及的作用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 (3)基于英国金融时报 fDi

 

Markets 数

据库提供的全球制造业绿地投资数据构建了行业-投资来源国-投资目的国-年份层面的多维面板数据,
这使得本文在分析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时,可以减弱使用宏观数据所产生的内生性

等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干扰,同时也能充分考虑到行业、来源国等异质性的影响,从而深化对两者间关系的

理解。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制造业绿地投资是指以生产制造为目的,在境外建立新企业或工厂的投资活动。 企业的跨国生产制造

活动是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的微观表象,是否选择在海外开展生产制造活动取决于企业在海外的生产利润

与母国的生产利润间的权衡。 在传统的海外生产模式下,跨国企业将生产环节再配置到具有成本优势或市

场规模优势的国家,然后将产品用于服务生产地及生产地周边国家的市场,或进口回母国用于母国最终品

的生产。 廉价的生产要素成本和运输费用导致海外生产成本远低于母国的生产成本,因此催生了大量海外

生产活动。
而智能制造的出现将对这一模式造成冲击。 首先,德贝克等(2018) [1] 、邦菲廖利等(2021) [4] 认为自动

化的生产方式将促进生产制造活动回流母国。 智能制造设备如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的研发和使用推动

了生产方式向自动化转变[12] ,使得生产环节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下降[13] ,导致海外生产活动的减

少。 其次,新技术催生出的新价值创造模式使得靠近终端市场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从而推动了服务于母国

市场的制造业企业的回流。 智能制造技术,例如增材制造技术等的应用,使得定制化生产以及以客户为中

心的创新模式得以实现[14-16] ,从而形成了新的价值创造模式。 能否高效地实现消费者高度差异化的需求,
成为产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类产品除了要求产品创新设计环节与生产环节在地理上相近外[14] ,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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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最终市场的距离相近。 这将促使制造业企业将其生产环节配置到其主要的最终市场国家或与最终市场

相近的国家。
但是,自动化生产的劳动力替代效应既无法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绿地投资的变化,对发达国家制

造业回流的推动作用也相对有限。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以寻求海外劳动力成本优势为目的的绿地投资较

少;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母国生产的成本在实际中依旧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 沃克曼( Wajcman,2017)指出

生产自动化的过程呈现出非线性、非同步的特征,大部分行业中仍旧存在不能自动化的、依赖于人工完成的

生产环节[17] 。 当生产环节回流至母国时,企业需要雇佣高工资的母国劳动力完成未能实现自动化的生产任

务。 而发达国家的其他生产要素例如土地、水电等的价格也较高。 并且,由于工业智能化程度在不同行业

间呈现出明显差异,例如,2019 年美国、德国的交通设备制造业的机器人存量占全国机器人存量的比重分别

高达 55%、61%,而造纸业的占比分别仅为 0. 24%、0. 27%,这意味着部分中间品的生产仍旧集中在发展中国

家。 因此在母国生产时,还需承担额外的中间品进口成本。 以服装制造业为例,在 2016 年,产自中国的牛仔

裤的德国到岸价格约为 12. 46 美元每条,在德国本土生产牛仔裤的成本高达 30. 36 美元每条[18] 。
而新的价值创造模式一方面推动了服务于母国市场的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则促进了服务于海外市场的

制造业企业进行更多的绿地投资。 然而,多数文献忽略了自动化生产对降低远距离生产成本的积极作用,即远

距离生产成本的降低将会强化海外生产的优势,从而对制造业绿地投资产生促进效应。 在以往的远距离生产

中,企业与异地工厂由地理距离造成的信息交流滞后及信息不对称问题、协商和调整生产中消耗的物料成本

和时间成本[2] 、异地产品质量监控成本[19] 等都将增加远距离的生产成本。 王柳和石军伟(2021)的研究发

现,自动化生产设备中内置的传感器等数字组件能提高生产精确程度[20] ;钟等人(Zhong
 

et
 

al.,2017) [21] 、厄
兹泰梅尔(Oztemel,2010) [22]指出自动化设备能够实现对生产过程的远程监控,从而有效降低异地生产的质

量监控成本。 另外,工业智能化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不仅仅体现在自动化生产上,模块化的生产方式和

平台化的生产组织形式也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重要产物[2,12] 。 二者也对海外生产成本产生

降低效应。 在模块化的生产方式下,中间品按照固定的标准和规范进行生产,并根据该标准交付产品[23] ,这
将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降低生产过程中的协商成本及调整成本,从而降低远距离生产成本。 平台化的

生产组织形式,例如三一集团的根云平台等,能够降低远距离生产中的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低效率。 陈武

等(2022) [24] 、张卫等(2021) [25]指出工业互联网平台搭建了畅通的信息交互渠道,从而实现了产品架构中不

同组件生产环节的互联互动。 何有龙等(2021)认为工业互联网平台对提高企业内外部的协同管理能力具

有积极作用[26] 。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1:母国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的促进效应将大于替代效应,母国工业

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将促进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
生产率是企业能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生产率的提高将促进绿地投资水平上升。 出口和

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国际化的主要路径,选择何种方式实现国际化则取决于企业的生产率。 赫尔普曼等

(Helpman
 

et
 

al.,2004)的研究指出,当企业面临国际化时,必须承担一定的固定成本,由于绿地投资者在海外

建立子公司需要额外支付土地、新建厂房等费用,导致对外绿地投资的固定成本高于出口的固定成本[27] 。
因此,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能以出口贸易的方式服务国际市场,而只有生产率足够高的企业才有能力负担

绿地投资的固定成本。 类似地,邓宁等(Dunning
 

et
 

al.,1997)提出跨国企业必须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

势及区位优势[28] 。 其中,所有权优势是指跨国企业所具备的独有优势,以确保该企业能够与投资东道国的

当地企业进行竞争。 而生产率的提升无疑会强化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从而促进绿地投资。 田巍和余淼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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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使用中国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和规模会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29] 。
工业智能化引发的一系列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将会带来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陈彦斌等

(2019)发现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优化资本和劳动的配比结构,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30] 。 韦东明等

(2021)指出智能制造技术通过改善产业间的关联关系提高了生产率[31] 。 格雷茨和迈克尔斯( Graetz
 

&
 

Michaels,2018)的实证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使用规模的增加将会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 0.
36 百分点,同时,也会产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 [ 32] 。 克罗曼等( Kromann

 

et
 

al.,2011) 指出,自
动化生产方式在短期及长期内均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增益 [ 33] 。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母国工业智能化将通过提高母国生产率的方式促进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
工业智能化将促进市场需求的上升。 首先,相较于普通产品,定制化生产模式下的产品更容易满足市

场中不同消费者的偏好。 其次,工业智能化能够为研发创新赋能,从而占据更多市场份额。 例如,平台化的

生产组织形式将提升研发效率,研发设计不再仅依赖于研发人员的个人经验,而是基于设计模型库、知识库

及专家系统等,实现多部门的协同参与[34] 。 智能制造的发展也促使研发方式不断向数字孪生转变,例如,使
用模拟仿真代替实物的制造,在节约研发成本的同时提升设计质量[35] 。 而随着市场需求的上升,对外绿地

投资也会随之增加。 原因在于,工业智能化浪潮下定制化生产的兴起,使得智能制造企业更愿意尽可能减

少生产制造环节与海外消费市场的距离,从而促进对外绿地投资。 同时,邓宁( Dunning,2001)指出海外市

场规模是影响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市场规模越大,企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也相应增加,因此

海外市场需求的扩张将对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到积极作用[36] 。 菲利帕约斯和帕帕纳斯塔索乌

(Filippaios
 

&
 

Papanastassiou,2008)使用美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数据发现,投资者在选址时更青睐于市场规

模较大的国家[37] 。 阿尔法力赫和贝勒哈吉(Alfalih
 

&
 

Bel
 

Hadj,2020)的研究发现市场规模有助于吸引更多

外资。 工业智能化对于海外市场需求的积极作用将激励跨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38] 。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母国工业智能化将通过提高母国海外市场需求的方式促进制造业对外绿地

投资。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基准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霍尔沃德-德里米尔和纳亚尔(2019) [5]的研究,设定如下模型:
ofdiijkt =β0 +β1robijt +β2X ijkt +β3Yijt +β4Zkt + λ i +λ j +λk +λ t + εijkt (1)

其中,下标 i、j、k、t 分别代表投资来源国家、投资来源行业、投资目的地国家和年份。 ofdiijkt 为模型的被

解释变量,度量 i 国 j 行业、投资目的地为 k 国、投资年份为 t 年的对外绿地投资水平。 robijt 为核心解释变量,
代表 i 国 j 行业第 t 年的工业智能化水平。 X ijkt 代表行业-来源国家-目的地国家-时间层面控制变量集,Yijt

代表来源国-行业层面-时间层面的控制变量集,Zkt 为投资目的地国家-时间层面的控制变量。 λ i、λ j、λk、λ t

分别代表投资来源国固定效应、来源行业固定效应、投资目的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εijkt 为 模型估计

的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择与度量

1. 被解释变量: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水平(ofdi)
本文使用 fDi

 

Markets 绿地投资数据库中,投资活动为生产制造的双边绿地投资的项目数量加一并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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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用来衡量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水平。

2. 核心解释变量:工业智能化( rob)

本文使用工业机器人存量表征工业智能化水平。 工业智能化可以理解为将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地应用

于生产过程和制造环节之中。 工业机器人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产物和典型应用,同时以工业机器人为代

表的自动化生产设备是智能制造应用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2] ,因此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情况能在一定程度

上表征工业智能化的程度。

3. 控制变量

双边关系( rta) :双边关系的优化必然会促进投资来源国与投资目的国间的经贸合作,从而提高双边

的制造业绿地投资水平[39] ,本文通过构建两国是否签订过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对双边关系进行度量。

双边行业出口额( export)和进口额( import) :除了在海外建立生产线或工厂外,企业还可以通过与境外制

造商直接交易的方式实现生产环节再配置及参与国际产业分工[5] 。 因此,将投资来源国与投资目的国行

业层面的双边进出口额加入基准回归模型之中。 来源行业工资水平(wage) :境内与境外劳动力成本差异

是影响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内在驱动力的重要因素[40] ,投资来源行业的工资水平越高,投资者在低成本国

家生产的意愿就越强,从而促进更多的绿地投资。 双边地理距离(dis):母国与东道国地理距离的远近将影

响海外生产的生产成本,例如,异地生产的产品质量监控成本、子公司在经营管理上的额外成本等。 本文借

鉴隆加尼等(Loungani
 

et
 

al.,2002) [41]的研究对双边的地理距离进行控制,计算方法为两国首都间的直接地

理距离。 此外,投资目的国宏观环境的变化是影响绿地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将投资目的

国制度质量( ins) [42] 、市场规模(market) [43]作为控制变量。 投资来源国的控制变量包括:来源国经济发展水

平(GDP)。
 

　 　 (三)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三部分。 第一,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IFR)提供的全球工业机器人数

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各国不同行业的工业机器人数量。 第二,英国金融时报的 fDi
 

Markets 绿地投资数

据库,该数据库记录了全球 177 个国家 2003—2019 年的每笔绿地投资的详细信息,包括投资时间、投资

企业名称、投资企业行业、投资来源国家、目的地国家等,并对投资活动进行了分类,主要有:总部、物流、

生产制造、开采、研发等。 本文选取投资活动为生产制造的绿地投资,并根据投资来源行业、来源国家、目

的地国家及时间进行加总,从而得到年份-行业-来源国家-目的地国家层面的制造业双边绿地投资数

据。 第三,世界银行数据库及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
 

Comtrade) 。 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了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GDP) 、工资水平等宏观数据信息,UN
 

Comtrade 提供了行业层面的双边进出口数据。 由于

各数据库在制造业行业的分类上有所不同,为了使不同数据库的数据能进行匹配,本文将各数据库的行

业分类进行整合,最终统一为 11 个制造行业,具体包括金属及金属制品制造业,非金属及非金属制品制

造业,食品制造业,木材及木制品制造业,纸及纸制品制造业,化学制品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电子电

气设备制造业,纺织、皮具及鞋帽制造业,交通设备制造业,塑胶及塑胶制品制造业。 考虑到新冠疫情对

全球化产生的负面冲击,本文将 2019 年后的数据剔除,最终得到全球 71 个国家 11 个行业 2003—2019

年的跨国面板数据。

表 1 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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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ofdi 2
 

464
 

099 0. 010
 

0 0. 103
 

1 0　 　 4. 060
 

4

rob 2
 

464
 

099 2. 636
 

9 3. 104
 

3 0 13. 178
 

0

rta 2
 

238
 

434 0. 244
 

5 0. 429
 

8 0 1

export 2
 

464
 

039 8. 971
 

1 7. 824
 

5 0 31. 298
 

6

import 2
 

463
 

993 7. 227
 

9 7. 734
 

7 0 31. 425
 

0

wage 2
 

367
 

475 18. 684
 

1 6. 179
 

5 0 33. 518
 

2

dis 2
 

238
 

874 8. 621
 

9 0. 837
 

4 0. 693
 

1 9. 896
 

1

ins 2
 

383
 

315 -0. 069
 

9 0. 926
 

2 -2. 449
 

4 1. 969
 

6

market 2
 

195
 

380 23. 916
 

9 2. 093
 

7 18. 907
 

8 30. 308
 

2

GDP 2
 

195
 

380 24. 345
 

9 2. 160
 

8 19. 490
 

4 30.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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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的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部分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法和固定效应(FE)模型检验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绿地投资的影响,基

准回归结果见表 2。 表 2 中列(1)、列(3)仅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检验在控制及未控制固定效应情况下工业

智能化对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的直接效应;列(3)、列(4)为在上述基础上增加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从

回归结果可知,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或是否对固定效应进行控制,工业智能化的系数的显著性和符号未

发生明显改变,均显著为正。 在对来源行业、投资来源国、投资目的国及时间固定效应进行控制后,工业智

能化水平每上升 10%,制造业绿地投资项目水平上升 0. 028。 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 1,即工业智能化水平提

高对制造业绿地投资产生的替代效应小于促进效应,从而显著地提高了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水平。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OLS FE

(1) (2) (3) (4)

rob 0. 004
 

4∗∗∗ 0. 003
 

6∗∗∗ 0. 002
 

6∗∗∗ 0. 002
 

8∗∗∗

(209. 00) (128. 90) (3. 27) (3. 18)

rta -0. 006
 

9∗∗∗ 0. 001
 

2

( -33. 67) (0. 96)

GDP 0. 000
 

1 -0. 000
 

1

(0. 67) ( -0. 24)

export 0. 000
 

2∗∗∗ -0. 000
 

3∗

(16. 94) ( -1. 96)

import 0. 001
 

0∗∗∗ -0. 001
 

4∗∗∗

(64. 04) ( -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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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变量
OLS FE

(1) (2) (3) (4)

market 0. 005
 

0∗∗∗ -0. 002
 

6∗∗

(22. 22) ( -3. 01)

wage 0. 000
 

2∗∗∗ 0. 000
 

1∗∗

(14. 35) (2. 27)

ins -0. 003
 

0∗∗∗ 0. 001
 

2

( -32. 12) (1. 58)

dis -0. 002
 

6∗∗∗ -0. 010
 

6∗∗∗

( -24. 60) ( -4. 26)

常数项 -0. 001
 

5∗∗∗ -0. 111
 

0∗∗∗ 0. 003
 

2 0. 157
 

1∗∗∗

( -17. 92) ( -80. 81) (1. 55) (4. 03)

观测量 2
 

464
 

099 1
 

872
 

622 2
 

464
 

099 1
 

872
 

622

投资来源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投资目的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列(1)、列(3)为不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列(4)为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
 

、∗分别表示在 1%
 

、
 

5%
 

、
 

10%
 

的水

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估计系数聚类到行业-来源地国家层面的 t 值,后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基本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基准回归模型使用工业机器人的存量衡量工业智能化程度,本部分将使用更换折旧方法后重新计算的

工业机器人存量(newrob)以及机器人渗透度(penrob)对工业智能化水平重新进行度量。 首先,IFR 数据库在

计算存量时使用的折旧方法为:假定工业机器人从其投入使用年份开始的前十二年内均不发生贬值,直到

第十三年时报废。 实际上,工业机器人是有可能随着时间逐步损耗的,IFR 使用的折旧计算方法与实际折旧

速度的偏差会导致实际工业智能化水平在前十二年的非折旧期内被高估,而在折旧期内被低估。 对此,本
文参考阿尔图奇等(2018) [7]的做法,使用永续盘存法重新计算折旧,即以每年 10%的折旧率计算工业机器

人存量。 由表 3 列(1)的估计结果可知,当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的工业机器人存量度量工业智能化水平时,
系数的大小及显著性水平与主回归基本一致。

其次,在使用工业机器人存量衡量工业智能化水平时,可能会忽略由行业规模差异带来的影响。 当行

业规模较大时,即使实际工业智能化水平较低,工业机器人存量也有可能高于工业智能化程度高但行业规

模较小的行业,从而无法准确反映实际的工业智能化水平。 对此,本文使用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

(Acemoglu
 

&
 

Restrepo,2020) [13]的方法,使用机器人渗透度表征工业智能化水平。 该指标的计算方法为工

业机器人存量除以该行业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因此可以消除行业规模对度量工业智能化水平造成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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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列(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机器人渗透度系数的显著性水平相较于主回归有所下降,但仍显著为

正,从而证明本文的核心结论具有稳健性。
再次,为了弱化使用工业机器人度量工业智能化水平时存在的弱点,例如根据现有数据无法区分普通工业

机器人与智能机器人等,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参考杨飞和范从来(2020) [44] 的方法,通过计算各国各制造业行

业使用的互联网和信息服务业中间品占增加值的比重对工业智能化水平进行衡量。 从表 3 列(3)的结果可以

看出,在替换工业智能化的衡量方法后,工业智能化依然对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2. 面板固定效应泊松估计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的项目数量,存在大量 0 值,可能会影响回归结果的有效性。 对

此,本文参考科雷亚(Correia,2019) [45]的方法,使用高维固定效应面板泊松模型重新对模型(1)进行估计。

由表 3 列(4)结果可知,工业智能化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

表 3　 稳健性检验(1)

变量 (1) (2) (3) (4)

newrob 0. 003
 

1∗∗∗

(3. 30)

penrob 0. 003
 

0∗∗

(3. 02)

IT 3. 839
 

8∗∗∗

(3. 23)

rob 0. 043
 

4∗∗∗

(11. 45)

rta 0. 001
 

3 -0. 000
 

1 0. 001
 

0 -0. 093
 

0∗∗∗

(0. 98) ( -0. 07) (0. 31) ( -4. 28)

GDP -0. 000
 

1 0. 000
 

8 -0. 003
 

7 0. 196
 

0∗

( -0. 25) (0. 68) ( -1. 50) (1. 79)

export -0. 000
 

3∗∗ -0. 000
 

5∗∗ 0. 000
 

3 -0. 611
 

1∗∗∗

( -2. 24) ( -2. 86) (0. 96) ( -5. 62)

import 0. 000
 

3∗ 0. 000
 

3 -0. 000
 

1 0. 275
 

7∗∗∗

(2. 18) (1. 76) ( -1. 11) (36. 96)

market -0. 002
 

6∗∗ -0. 004
 

0∗∗ -0. 009
 

0∗∗ 0. 047
 

3∗∗∗

( -3. 01) ( -2. 98) ( -2. 67) (16. 05)

wage 0. 000
 

1∗ 0. 000
 

8 0. 000
 

1 0. 005
 

0∗∗

(2. 20) (1. 44) (0. 65) (2. 39)

ins 0. 001
 

2 0. 001
 

7 -0. 006
 

1∗ 0. 090
 

2

(1. 62) (1. 48) ( -2. 11) (1. 39)

dis -0. 010
 

6∗∗∗ -0. 016
 

7∗∗∗ -0. 018
 

6∗∗∗ -0. 196
 

7∗∗∗

( -4. 40) ( -5. 17) ( -3. 90) ( -14. 98)

常数项 0. 157
 

3∗∗∗ 0. 241
 

9∗∗∗ 0. 493
 

7∗∗∗ 0. 441
 

7∗∗∗

(4. 04) (3. 66) (4. 90) (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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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 (1) (2) (3) (4)

观测量 1
 

872
 

622 1
 

042
 

112 766
 

349 1
 

728
 

467

投资来源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投资目的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列(1)、列(2)、列(3)、列(4)分别为更换机器人存量折旧方法、机器人渗透率、IT 行业中间品占比、面板泊松回归的结果。 表中包含了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后表同。 列(4)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 z 值,其他列括号内为估计系数聚类到行业-来源地国家层面的 t 值。

3. 更换被解释变量

在使用投资项目数量表征绿地投资情况时,可能存在无法全面捕捉制造业绿地投资变化的情况。 例

如,海外生产活动的增加可能表现为投资金额的上升,而使用项目数量度量的制造业绿地投资水平则无法

反映出这类变动。 对此,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由投资项目数量替换为投资金额,考察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绿

地投资规模的变化。 回归结果列于表 4 列(1)。 由结果可知,在使用投资项目金额衡量制造业绿地投资水

平时,工业智能化依旧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
4. 增加控制变量

考虑到工业智能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会伴随着物流行业的发展,本部分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控制了

投资来源国物流业发展水平( llogis)及投资目的国的物流业发展水平(mlogis)的影响,物流行业发展水平

通过空运货物周转量( log)衡量。 原因在于,在智能制造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往往会带动物流行业的发

展,催生“智慧物流”等新型运输模式。 以华为的城市运营指挥中心( IOC)智能制造平台为例,这一项目

接入了华为企业内部信息以及供应链相关的仓储等大量信息。 在运输方案的选择上,物流部门可以借助

于该平台,通过对不同发货地的模拟运算,确定最优的发货平台、路线和运输方式等,极大地提高运输效

率。 物流方式的进步将对降低运输成本及贸易成本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促进制造业绿地投资。 这可能导

致工业智能化在对绿地投资的促进效应中,包含了物流行业发展对绿地投资的促进效应。 从表 4 列(2)
的结果可知,在剔除物流行业发展的影响后,相较于主回归,工业智能化的系数变小但依然显著为正,表
明工业智能化对于绿地投资的促进作用并未受到物流行业发展的影响。

5. 周期性影响

制造业绿地投资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受到金融危机带来的周期性变化的影响,从而导致主回归的估计结果

出现偏误。 例如金融危机后,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发达国家,其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随之减少。 但同时,由
金融危机导致的发达国家资产价格的大幅下降,吸引了大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绿地投资者。 因此,本文将样本

分为金融危机前后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列示于表 4 列(3)、列(4)。 由结果可知,使用金融危机前后两个

子样本估计的工业智能化系数基本一致,表明在考虑了周期性变化的影响后,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表 4　 稳健性检验(2)

变量 (1) (2) (3) (4)

rob 0. 012
 

2∗∗∗ 0. 002
 

9∗∗ 0. 003
 

4∗∗ 0. 003
 

2∗∗∗

(3. 63) (2. 86) (2. 55) (3. 44)

11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 年第 7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7, 2023)

表4(续)

变量 (1) (2) (3) (4)

rta 0. 003
 

3 0. 001
 

3 0. 001
 

6 0. 001
 

3

(0. 61) (0. 68) (0. 72) (0. 84)

GDP 0. 002
 

4 0. 001
 

7∗ -0. 004
 

5∗∗ 0. 002
 

6∗∗

(0. 91) (1. 99) ( -2. 62) (2. 63)

export -0. 001
 

2∗ -0. 000
 

3∗ -0. 000
 

2 -0. 000
 

3∗∗

( -2. 23) ( -1. 99) ( -1. 38) ( -2. 52)

import 0. 001
 

5∗∗ 0. 000
 

4∗∗ 0. 000
 

4∗∗ 0. 000
 

3∗

(2. 66) (2. 46) (2. 69) (1. 85)

market -0. 005
 

8∗ -0. 000
 

9 -0. 001
 

3 -0. 005
 

5∗∗

( -2. 08) ( -1. 33) ( -1. 10) ( -3. 01)

wage 0. 000
 

9∗ 0. 000
 

1∗ 0. 000
 

3∗∗ 0. 000
 

1∗∗

(1. 91) (2. 12) (2. 89) (2. 28)

ins 0. 011
 

2∗∗ 0. 000
 

6 0. 005
 

7∗∗∗ -0. 000
 

9

(3. 00) (0. 73) (3. 35) ( -0. 64)

dis -0. 043
 

0∗∗∗ -0. 009
 

9∗∗∗ -0. 010
 

8∗∗∗ -0. 010
 

3∗∗∗

( -4. 81) ( -4. 36) ( -4. 19) ( -4. 28)

llogis -0. 000
 

0

( -0. 04)

mlogis 0. 000
 

6∗∗

(2. 91)

常数项 0. 441
 

7∗∗∗ 0. 062
 

6 0. 229
 

8∗∗∗ 0. 155
 

8∗∗

(3. 32) (1. 74) (3. 42) (3. 16)

观测量 1
 

728
 

467 1
 

265
 

283 541
 

525 1
 

221
 

664

投资来源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投资目的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列(1)、列(2)、列(3)、列(4)分别为绿地投资金额、剔除物流行业影响、金融危机前、金融危机后的结果。

6. 内生性处理

工业智能化与制造业绿地投资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工业智能化具有显著的制造业绿地投资促

进效应是因为海外生产较多的行业更愿意将智能制造技术应用于生产环节之中,这将会导致参数估计存在

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阿尔图奇等(2018) [7]的思路,将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的相同行业的机器人

存量( tool)作为工具变量。 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能从侧面反映出该国追赶世界前沿技术的能力,因此经济

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其工业智能化水平也往往相似。 另一方面,本国的制造业绿地投资水平受其他国家

的工业智能化水平的直接影响较弱。 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结果报告于表 5 列(1)、列(2)。 列(1)为第一

阶段的回归结果,由结果可知,工具变量与工业智能化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检验和 Kleibergen-Paap
 

rk
 

LM 检验的结果表明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 第二阶段的结果报告于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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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知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此外,若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较高的国家更倾向于在生产制造过程中使用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制造技术,

可能会导致本文高估工业智能化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 为进一步减少基准回归的估计偏误,本
文借鉴李嘉楠等(2021) [46]的思路,使用各国在 2003—2019 年的工业智能化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将其

1985—2002 年、1990—2002 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对外直接投资净流量①作为解释变量,并控制了经济

发展水平及洲固定效应。 表 5 列(3)至列(6)的结果表明,在 2003 年之前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 2003 年之后

的工业智能化程度不存在显著关系。

表 5　 内生性处理

变量 (1) (2) (3) (4) (5) (6)

rob 0. 004
 

3∗∗

(2. 91)

tool 0. 276
 

9∗∗∗

(4. 11)

netodi1985-2002 0. 144
 

2

(1. 44)

gdp2001 1. 304
 

1∗∗∗ 1. 462
 

7∗∗∗ 1. 277
 

9∗∗∗ 1. 479
 

1∗∗∗

(7. 80) (4. 55) (7. 46) (4. 55)

stockodi1985-2002 0. 122
 

2

(0. 47)

netodi1990-2002 0. 166
 

3

(1. 61)

stockodi1990-2001 0. 102
 

1

(0. 40)

常数项 -25. 398
 

0∗∗∗ 0. 360
 

4 -30. 015
 

1∗∗∗ -30. 910
 

6∗∗∗ -29. 907
 

1∗∗∗ -31. 303
 

8∗∗∗

( -6. 13) (0. 13) ( -10. 79) ( -3. 78) ( -10. 56) ( -3. 7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观测量 579 579 65 58 64 58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16. 860　 　 　

{16. 38}

Kleibergen-Paap
 

rk
 

LM 6. 034

[0. 014]

　 　 注:列(1)、列(2)分别为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列( 3)—列( 6)分别为 rob2003—2019 对不同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内为 P 值,

 

{
 

}内为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 10%水平上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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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 fDi
 

Markets 数据库仅包含 2002 之后的数据,本文使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衡量 1985—2002 年的制造业对外直

接投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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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拓展分析

　 　 (一)
 

机制分析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认为工业智能化会通过以下两个主要机制影响制造业绿地投资水平,即生产率促

进效应和市场需求提高效应。 本部分通过构建中介模型分别对两个机制进行实证检验,设定中介变量为劳

动生产率(productivity)及市场需求(demand),其他设定与基准回归一致。
首先,对工业智能化的生产率促进效应机制进行检验。 据前文的分析可知,智能化生产将引致生产方

式和生产组织形式的转变,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率。 而生产率的高低则是影响企业能否弥补在境外投资的

成本,以及企业是否在东道国具备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当企业生产率越高或高生产率企业越来越多时,所
在行业的生产率相应越高,对外绿地投资的水平也就越高。 因此,本文认为工业智能化可以通过提高生产

率来促进 OFDI 水平的提升。 为检验这一机制是否成立,本文使用劳动生产率(productivity)作为中介变量,
计算方式为将行业增加值与行业就业人数的比值取对数。 表 6 为使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的结果。 表 6
列(1)为劳动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由结果可知,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显著提高了行业的劳动

生产率。 由表 6 列(2)可知,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会带来制造业绿地投资水平的上升。 因此,劳动生产率是

工业智能化影响制造业绿地投资的中介机制。 假设 2 得以验证。
其次,对工业智能化的市场需求提升效应机制进行检验。 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使得企业能够更快、更

准确地捕捉和满足消费者的产品偏好,据此大幅提高产品竞争力,为企业获取更多市场份额奠定基础。 市

场需求的提高将推动制造业绿地投资水平上升。 为验证该机制,本文使用世界贸易整合解决方案(WITS)数

据库提供的显示性比较优势作为中介变量,检验工业智能化的市场需求提升效应机制。 显示性比较优势度

量了一个行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本文将其用于反映该行业产品需求的变化。 回归结果列于表 6
列(3)。 结果表明,工业智能化对市场需求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而由列(4)的结果可知,市场需求的提高

将显著促进制造业绿地投资水平上升。 因此,市场需求是工业智能化影响制造业绿地投资水平的中介机

制。 假设 3 得以验证。

表 6　 机制检验

变量
生产率促进效应 市场需求提升效应

(1) (2) (3) (4)

productivity 0. 002
 

9∗∗∗

(3. 24)

demand 0. 028
 

6∗∗∗

(3. 55)

rob 0. 125
 

9∗∗∗ 0. 002
 

9∗∗∗ 0. 006
 

8∗∗∗ 0. 003
 

5∗∗∗

(3. 98) (3. 31) (3. 64) (6. 68)

rta -0. 014
 

5∗∗∗ -0. 000
 

6 0. 000
 

9∗∗ 0. 000
 

2

( -3. 82) ( -0. 41) (3. 22) (0. 1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量 1
 

220
 

382 1
 

220
 

382 857
 

622 857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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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变量
生产率促进效应 市场需求提升效应

(1) (2) (3) (4)

投资来源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投资目的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列(1)、列(3)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 productivity 和 demand,列(3)、列(4)的被解释变量均为 ofdi。

　 　 (二)产业链传导效应分析

一个行业的工业智能化水平不仅会直接影响本行业的绿地投资水平,还可能间接影响上下游行业的绿

地投资。 为了识别工业智能化对上下游行业绿地投资水平的间接影响,本文参考阿西莫格鲁等(Acemoglu
 

et
 

al.,2016) [47]的方法,通过各国 2011 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行业间的关联程度,设定如下模型对工业智能化的

传导效应进行检验:
ofdiijkt = β0 +β1robijt +βupupstreamijt / βdowndownstreamijt +βcrossupuprobijt / βcrossdowndownrobijt +

∑φcontrols + λ i +λ j +λk +λ t + εijkt (4)

其中,i、j、k、t 分别代表来源地国家、行业、目的地国家和年份。 ofdi 表示绿地投资水平,controls
 

为与基

准回归中一致的控制变量, λ为来源地国家、行业、目的地国家和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 rob 为本行业的工业

智能化水平,其系数度量了 j 行业工业智能化对本行业绿地投资水平的直接影响。 upstreamijt 代表 j 行业的

上游行业的工业智能化水平,其系数反映了 j 行业的上游行业工业智能化对 j 行业绿地投资水平的影响。
downstreamijt 度量了下游行业的工业智能化水平,其系数反映了 j 行业的下游行业工业智能化对 j 行业绿地

投资水平的影响。 uprobijt 与 downrobijt 分别为上游行业工业智能化水平与本行业工业智能化水平的交互项,
以及下游行业工业智能化水平与本行业工业智能化水平的交互项。 上下游行业工业智能化水平的具体计

算方法如下:

downstreamijt = ∑ n
output%2011

j→n,j≠n ×robnt

upstreamijt = ∑ n
input%2011

j→n,j≠n ×robnt

其中,downstreamijt
 为 i 国 j 行业与下游行业的关联程度, output%2011

j→n,j≠n 为 j 行业投入 n 行业的产出占 j 行

业总产出的份额。 upstreamijt 为 i 国 j 行业与上游行业的关联程度, input%2011
j→n,j≠n 为 j 行业使用 n 行业的产出

占 j 行业总中间投入品的份额。 rob 为 n 行业在第 t 年的工业智能化水平。
表 7 列(1)汇报了未包含交互项的上游行业工业智能化与本行业绿地投资水平的回归结果。 结果表

明,上游行业工业智能化的提高通过产业链促进下游行业的绿地投资水平。 这是由于,一方面,上游行业的

工业智能化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使得上游企业能提供更低价格、更高质量的中间品,从而使得生产率增益

通过中间品传导至下游行业,引致下游行业绿地投资增加。 另一方面,上游工业智能化水平的提高会激励

下游行业的企业进行智能化升级,从而促进绿地投资。 模块化的生产方式可以降低中间品与中间品、中间

品与最终品在对接过程中产生的摩擦[2] ,当上游企业应用智能制造技术时,下游企业生产过程的模块化将

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上下游企业的协商效率,降低由摩擦产生的成本。 此外,下游企业的智能化,例如接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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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互联网,有助于获取更全面的上游供应商信息、中间品生产状况信息等。 表 7 列(2)为未包含交互项的下

游行业工业智能化与本行业绿地投资水平的回归结果。 由结果可知,下游行业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将引致

上游行业绿地投资水平上升。 可能的原因为,下游行业的海外生产会促进上游行业中型及小型企业生产线

的转移。 考林和汤姆林森(Cowling
 

&
 

Tomlinson,2002)指出下游的龙头企业往往与本土的供应商建立了紧

密的合作关系,固定的合作关系使得上游企业能提供低价且质量稳定的中间品[48] 。 这种合作关系是企业国

际竞争力的组成部分,因此当下游的大型企业在海外设立工厂或生产线时,为了保持与母国供应商的合作

关系,下游企业会鼓励其供应商进行海外生产。 而对于上游企业来说,下游龙头企业往往是其核心客户,因
此也有动机随上游企业一起在境外设立生产线[49] 。 表 7 列(3)、列(4)为加入交互项后的产业链传导效应

检验结果。 由结果可知,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当工业智能化的水平越高时,产业链的传导效应就

越强。

表 7　 拓展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rob 0. 003
 

3∗∗∗ 0. 003
 

3∗∗∗ 0. 004
 

2∗∗∗ 0. 003
 

4∗∗∗

(3. 28) (3. 96) (3. 51) (5. 63)

upstream 0. 000
 

2∗∗ -0. 001
 

6

(3. 03) ( -1. 73)

downstream 0. 000
 

5∗ -0. 002
 

5

(2. 17) ( -1. 60)

uprob 0. 000
 

2∗

(1. 93)

downrob 0. 000
 

4∗

(1. 7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量 919
 

821 1
 

011
 

742 919
 

821 1
 

011
 

742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列(1)、列(2)为未包含交互项的产业链下游和上游的传导效应检验结果;列(3)、列(4)为加入交互项后的检验结果。

　 　 (三)异质性分析

上文对工业智能化与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的整体关系进行了分析,本部分将进一步探讨工业智能化对

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具有何种异质性效应。 具体来说,将从投资来源国经济发展水平、投资来源国行业工

资水平、投资目的国市场规模以及投资来源国与投资目的国地理距离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1. 来源国经济发展水平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在投资动机等多方面存在差异,例如,相较于发达国

家,在发展中国家中,以寻求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绿地投资较少。 这些差异是否会导致工业智能化的绿

地投资促进效应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间出现异质性? 为探究该问题,本文构建发展中国家虚拟变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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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智能化的交乘项(developing×rob) 。 结果列于表 8 列(1) 。 由结果可知,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

工业智能化在发展中国家的绿地投资促进效应弱于发达国家。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首先,智

能制造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产业价值来源,从而促进了市场中新产品的诞生。 由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可知,

相比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前期竞争力较弱[50] ,因此很难在新产品市场中占据更多

份额,从而无法通过扩张生产规模刺激绿地投资。 其次,虽然智能化生产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

但在低收入国家中,大量企业无法跨越对外直接投资所需的生产率门槛,因此这些企业会选择以出口的

方式服务国际市场。

2. 来源国生产成本

如上文所述,工业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对于服务于母国市场的制造业企业会产生促进回流效应,这一效

应将反向影响智能制造的绿地投资促进效应,而回流效应的大小则受到母国生产成本的影响。 母国生产的

高成本使得自动化生产带来的制造业回流效应进一步弱化。 同时,尽管新的产品价值创造模式要求生产与

市场的地理位置应尽量相近,但若成本过高,会导致母国生产的收益无法弥补其成本,企业仍旧会选择在海

外进行生产制造活动。 为验证上述观点,本文构建了工业智能化与绿地投资所属行业在来源国的工资水平

的交乘项(wage×rob)。 工资水平能够反映出一国生产成本的高低,在工资水平越高的国家,其他生产要素的

价格也往往较高,因此该国企业在母国生产的成本就越高。 将交乘项加入主回归,估计结果列于表 8 列

(2)。 结果表明,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即在工资水平越高的行业,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绿地投资的促进

效应就越强。
3. 近距离海外生产与远距离海外生产

虽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绿地投资在 2003—2019 年整体上减少了 250 项,但发达国家对其周边国家的投

资却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例如,美国对墨西哥的制造业绿地投资在样本期内增加了 25 项,欧盟对土耳其的

绿地投资上升了 320 项。 本文将绿地投资双边地理距离与工业智能化水平的交乘项(dis×rob)加入基准回

归,结果汇报于表 8 列(3)。 由结果可知,交乘项的系数在 1%的显著水平上为负,表明双边地理距离的增加

将减弱智能制造对绿地投资的积极效应,也就是说工业智能化对近岸生产的促进效应更强。 原因在于,一
方面,如上文所述,定制化生产成为智能制造时代产品的主要价值来源,这要求生产地与最终市场的地理距

离相近,以实现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高频高效交互。 另一方面,服务于本土市场的跨国企业回流母国受

限于高昂的生产成本,而在近岸的低工资国家生产不仅满足了对地理距离的要求,同时在生产成本上也具

有一定优势。 例如,德国本土生产的牛仔裤成本为 30. 36 美元每条,而产自土耳其的牛仔裤的德国到岸价则

降至 12. 08 美元每条[18] 。

4. 目的国市场规模

工业智能化引致产品价值来源转变的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驱动力也将发生转变。 在过去,国际

化企业可以选择以贸易的方式服务东道国市场。 而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定制化生产逐渐成为企业维持其

竞争力、获取更多市场份额的重要方式。 跨国企业为了实现与境外消费者的高效交互,会将其生产环节配

置到最终市场所在国家。 但是,相比于以贸易的方式参与境外市场,在当地投资设厂将面临更高的固定成

本。 因此,投资者需要获得足够的收益以弥补绿地投资的固定成本,而这一收益则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正

向相关。 对此,本文使用居民消费额( log) 表征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将市场规模与工业智能化的交乘项

(market×rob)加入主回归。 由表 8 列(4)的估计结果可知,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投资目的国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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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越大,工业智能化对绿地投资的促进效应就越强。

表 8　 拓展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rob 0. 004
 

1∗∗ 0. 002
 

4∗∗∗ 0. 003
 

0∗∗∗ 0. 002
 

7∗∗∗

(3. 09) (3. 55) (3. 38) (3. 24)

developing×rob -0. 002
 

5∗

( -2. 01)

wage×rob 0. 000
 

2∗∗

(2. 49)

dis×rob -0. 001
 

9∗∗∗

( -3. 71)

market×rob 0. 003
 

1∗∗∗

(4. 2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量 1
 

872
 

622 1
 

872
 

622 1
 

872
 

622 1
 

872
 

622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列(1)、列(2)、列(3)、列(4)分别为来源国经济发展水平、来源行业生产成本水平、双边地理距离、目的国市场规模的结果。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匹配 2003—2019 年 fDi
 

Markets 提供的制造业绿地投资数据、IFR 提供的工业机器人数据以及

全球 71 个国家 11 个行业的宏观数据,实证研究了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绿地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

发现:第一,工业智能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制造业绿地投资的增加,这一效应主要通过提高生产率及市场需

求实现;第二,智能制造的制造业绿地投资促进效应体现在发达国家以及生产成本较高的国家,投资来源国

与投资目的国地理距离较近以及投资目的国市场规模的扩张会强化这一积极效应;第三,工业智能化的制

造业对外绿地投资促进效应还会通过中间品市场传导至产业链的上下游行业。
本文结论为理解新一轮的科技变革对跨国生产行为的影响提供了依据。 首先,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

应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

要一环,海外生产以及绿地投资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和全球价值链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政
府应鼓励工业智能化发展,注重对相关领域高技能劳动力和研发人员的培养,在强化行业内智能制造龙头

企业、自动化生产示范项目引领作用的同时,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提高中小型制造业企业智能制造投

资的回报率,激励更多企业进行智能化升级,为国内企业创造更多竞争力,鼓励更多企业“走出去”,为国内

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打破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赋能。 其次,工业企业应尽快实现智能化升级。 对于

企业来说,智能化升级不仅可以降低生产的直接成本以及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管理成本,也能充分、快速

地收集国内外市场信息以及供应链信息,从而实现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同时,智能制造的发展也创造出了

新的价值模式,改变了产品竞争力的来源。 企业应及时抓住新旧价值创造模式更替的契机,尽快完成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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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造以占领市场先机。 再次,政府应出台相关举措,降低重要制造业及传统制造业等行业的生产成本,弱
化工业智能化对工业化进程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因此在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应

防范由产业大量向外转移引起的“去工业化”风险。 最后,政府应推进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智能制造基础

设施建设,创造适宜外资智能制造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培育新的吸引外资的核心优势,以应对全球工业智

能化浪潮下廉价劳动力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下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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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tward
 

greenfield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
 

is
 

a
 

forward-looking
 

indicator
 

of
 

production
 

location
 

expectations.
 

The
 

current
 

global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changing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However,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whether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will
 

lead
 

to
 

a
 

return
 

of
 

manufacturing
 

to
 

developed
 

countries,
 

thereby
 

reducing
 

outward
 

greenfield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
 

Therefore,
 

based
 

on
 

the
 

outward
 

greenfield
 

investment
 

data
 

of
 

71
 

countries
 

in
 

manufacturing
 

from
 

2003
 

to
 

2019,
 

this
 

paper
 

conduct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how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affects
 

outward
 

greenfield
 

investment.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e
 

level
 

of
 

outward
 

greenfield
 

investment
 

is
 

measured
 

by
 

the
 

number
 

of
 

outward
 

greenfield
 

investment
 

projects,
 

and
 

the
 

industrial
 

robot
 

stock
 

provided
 

by
 

the
 

IRF
 

is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in
 

the
 

home
 

countr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outward
 

greenfield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this
 

paper
 

proves
 

that
 

the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level
 

of
 

the
 

home
 

country
 

improves
 

the
 

outward
 

greenfield
 

investment
 

level
 

by
 

enhancing
 

the
 

home
 

country’s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and
 

increasing
 

the
 

market
 

demand.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on
 

outward
 

greenfield
 

investment
 

will
 

also
 

be
 

transmitted
 

to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through
 

the
 

intermediate
 

product
 

market.
 

Specificall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upstream
 

will
 

positively
 

affect
 

outward
 

greenfield
 

investment
 

downstream,
 

and
 

vice
 

versa.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firs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on
 

outward
 

greenfield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
 

is
 

stronger
 

in
 

countries
 

with
 

hig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or
 

production
 

costs.
 

Second,
 

when
 

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
 

home
 

country
 

and
 

the
 

host
 

country
 

increases,
 

this
 

promotion
 

effect
 

becomes
 

weaker.
 

Third,
 

when
 

the
 

host
 

country’
s

 

market
 

size
 

or
 

market
 

demand
 

becomes
 

more
 

extensive,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will
 

lead
 

to
 

a
 

higher
 

level
 

of
 

outward
 

greenfield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
 

Fourth,
 

as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improves,
 

th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level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utward
 

greenfield
 

investment
 

will
 

also
 

increase.
This

 

paper
 

makes
 

several
 

innovations.
 

First,
 

it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
 

by
 

incorporating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in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outward
 

greenfield
 

investment.
 

Second,
 

it
 

covers
 

both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unlike
 

existing
 

studies
 

that
 

mainly
 

focus
 

on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on
 

the
 

overseas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Third,
 

it
 

employs
 

multidimensional
 

panel
 

data,
 

which
 

helps
 

to
 

mitigate
 

the
 

endogeneity
 

arising
 

from
 

macro-leve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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